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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区域国际体

系中，都曾一度出现时至今日仍产生巨大影响的基于共同文化和共同利

益的高度有序的 “国际社会” 时期， 并建构出了较为成熟且能够有效

运行的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 但是， 在体系发展的末期却出现了和英国

学派理论预测背道而驰的情况， 国际体系的 “社会性” 没有在互动中

进一步增强而是走向了衰弱和消失， 即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 本文尝试

通过批判性借鉴既有的英国学派理论并结合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区域国

际体系走向衰退的史实， 构建一种可以分析此类国际社会衰退现象的新

理论框架。 通过进一步明确国际社会衰退的理论内涵、 时间界定和产生

标志， 该理论框架将衰退这一视角引入了英国学派的理论谱系之中。 同

时， 本文认为大国围绕霸权展开的 “恶性竞争” 是导致国际社会走向

衰退的主要原因， 这也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案例中得到了部分

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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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在不断发展， 但不总是在进化。 目前， 英国学派理论研究的关注点

主要集中在国际社会的 “演进”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问题上， 而较少探讨和思考国际社

会发展中出现的 “衰退”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现象。 英国学派的研究重心从古代国际

体系和区域性国际社会开始， 到早期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展和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建

立， 再到如今连带主义者们提出的关于世界社会的构想， 一直是一种明显的演进

式的观点。 英国学派虽然善于思考有关国际体系 “从哪来， 到哪去” 的问题，
但是缺乏对历史上那些一度建立起较高国际秩序却再次退回无序状态甚至成为单

一帝国情况的反思， 即忽视了国际社会的衰退问题。 对于英国学派这样一个一直

以历史叙事和比较分析为傲的国际关系研究流派来说， 如果未能完整地把握历史

上国际社会的发展情况， 那将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① 所以， 作为英国学派理

论的研究者有必要对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进行关注和解读。

一　 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及既有研究

英国学派通过提出 “国际社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这一概念， 对历史上

国际体系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梳理。 同时， 英国学派理论研究

格外关注国际社会的 “演进” 现象， 即如何从国家间无情争夺权力的现实主义

场景 （霍布斯社会）， 到国家间追求某种程度的共存、 合作甚至融合的更加秩序

化的场景 （格劳秀斯社会）， 再到国家行为体不再成为体系内主导单位的场景

（康德社会）。 这三种场景分别对应着英国学派中的国际体系、 国际社会和世界

社会三个核心概念。 而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概念的划分上， 巴里·布赞 （Ｂａｒ⁃
ｒｙ Ｂｕｚａｎ） 认为， 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内涵本质上是相互重合的， 关键问题再

也不是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区别， 而是在某个国际关系形态中体系因素和社会

因素的比重如何， 即国际体系的 “社会性”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 程度差异。② 社会性程度

越高就越接近国际社会， 社会性程度越低则越接近于国际体系。 而社会性的衡量

标准则在于体系内的国家之间是否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 是否受到共同国际

６０１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四辑 总第十六辑）

①

②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Ｎａｖａｒｉ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Ｍ􀆰 Ｇｒｅｅｎ， ｅｄｓ􀆰 ，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２０１３， ｐ􀆰 １３７􀆰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 １０２􀆰



规则的约束且维持共同制度的运作。① 所以， 国际体系的演进现象就可以被抽象

地概括为国际体系社会性水平增长的过程。

但是， 在演进之外， 历史上国际社会的发展同样存在着 “衰退” 的情况，

即国际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其 “社会性” 水平并非增长而是减弱和消失的现象。

如图 １ 虚线部分所示， 国际社会的衰退是相对于国际体系的演进而存在的一种

“逆向” 的国际体系发展方式。 历史上， 一些国际体系明明已经树立并运作起了

一定的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 实现了从国际体系向国际社会的演进。 但是， 他们

却又由有序的国际社会状态退回到了无序的国际体系状态。 同时， 这种倒退不同

于国际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小幅秩序波动， 而往往是从 “格劳秀斯型” 社会向

“霍布斯型” 社会和秉承丛林法则的无政府社会 （ａ⁃ｓｏｃｉａｌ） 的整体性衰退。 有时

甚至会突破国际体系的范畴， 如体系内的各独立国家被某一成员吞并而最终形成

单一的帝国形态， 即国际体系本身走向了彻底的消亡。 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例子包

括， 古希腊城邦体系的覆灭 （公元前 ５００—前 ３３０ 年）、 春秋战国体系被秦国统

一 （公元前 ６５６—前 ２２１ 年） 以及古印度体系被孔雀帝国统一 （公元前 ５００—前

２００ 年） 等。②

图 １　 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式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目前， 这种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已经被一些国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

析和论述。 赵广成部分借鉴了英国学派的理论， 着重讨论了国际关系的退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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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并尝试打造了关于国际关系退化机制的分析框架。① 但是， 赵广成所讨论的

退化问题与本文所说的衰退现象有一定的出入。 前者所分析的进化和退化主要是

国家间冲突与合作关系的相互转化， 讨论的重点在国家间关系的恶化与合作的失

败。 而衰退现象则特指国际体系发展形态由国际社会向国际体系的阶段性演变，

重点在体系层面的整体变化。 陈拯的 “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

一文则通过利用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 首次明确将 “自春秋至于战国” 的

历史时期定义为了国际社会的退化案例。 同时， 陈拯将 “宗法制度” 定义为春

秋华夏国际社会的基础性制度， 并认为宗法制度的瓦解是导致春秋华夏国际社会

退化的关键。② 但是， “宗法制度” 是不是英国学派所说的基础性制度， 以及是

不是春秋华夏国际社会唯一或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仍有待讨论。 同时， 本文认为

宗法礼制的解体更接近于春秋华夏国际社会退化的表象而非原因， 在国际制度失

灵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导致了国际社会的退化。

总的来看， 在论述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时， 不少学者都选择了借鉴英国学派

的既有理论。 但是， 这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英国学派理论本身在解释国

际社会衰退现象方面存在着空白。 事实上， 不少英国学派学者都注意到了历史上

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衰退现象。 例如， 马丁·怀特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ｈｉｔｅ） 在对国际

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后就曾明确指出， 历史上大多数国际体系的结局往往是导致一

个单一帝国的产生。③ 而英国学派中最具反思和创新精神的亚当·沃森 （Ａｄａｍ

Ｗａｔｓｏｎ） 也在其 １９９２ 年首次出版的 《国际社会的演进》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一书中， 对苏美尔、 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等十个古代国际体系

进行了比较分析， 并注意到了这些体系的最终消亡。④ 但是， 沃森并没有对这种

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 而是将这一现象归类为国际体系演变的

“自然” 趋势， 其研究的重点仍然是欧洲国际社会的全球性扩张。 虽然历史上国

际社会的衰退现象要明显多于国际社会的扩张和演进， 但英国学派的有关学者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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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思考国际社会衰退的原因和历史规律。

二　 英国学派理论研究对国际社会衰退现象

缺乏解释的原因

英国学派没能深入分析并就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建构相关理论的原因主要在

于两点： 一是英国学派学者对于演进的偏爱， 使其未能客观地看待历史上国际社

会演进和扩张以外的发展情况。 二是英国学派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国际社会中霸权

的存在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威胁， 而霸权的挑战正是造成国际社会衰退的主要原

因。 为了确保其理论能够自圆其说， 英国学派有意识地忽略和搁置了对于霸权问

题的讨论。

（一） 英国学派的演进偏见

就英国学派而言， 不论是理论上从国际体系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到国际

社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再到世界社会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的进化式设计， 还是

案例选择上明显以欧洲国际社会的特殊性为中心， 对于 “演进” 的偏爱一直是

一条贯穿其研究的主线。 首先， 这是由于英国学派的理论构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了建构主义的影响， 使其延续了建构主义的进步思想。① 虽然英国学派学者为国

际社会的产生设定了前提条件， 并努力避免像建构主义那样赋予国际社会过多的

“正面含义”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② 但是， 英国学派内部还是普遍认为， 由于

国家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和对秩序的共同渴望， 所以一个互动的国际体系必然具有

社会性。③ 由无序的国际体系走向有序的国际社会似乎已被英国学派视为一种必

然规律， 而这种理论上的先验假设， 使得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发展抱有一种演

进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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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英国学派的演进偏见也反映在其有选择性的案例分析上。 英国学派学

者非常重视历史叙事的使用， 有很多优秀的长历史著作产出， 并对历史上曾经存

在过的数个古代区域国际社会给予了关注。 但不可否认的是， 英国学派在史料的

利用上明显更多地只是选择了对自身理论建构有利的叙述， 特别是欧洲国际社会

这一案例明显受到了远超其他区域国际社会的重视。 这种案例选择上对欧洲国际

社会的偏爱， 使得英国学派一直为人所诟病其存在的 “欧洲中心主义”。 英国学

派高度重视欧洲国际社会的理由是十分明显的， 因为欧洲国际社会是历史上唯一

一个在形成后成功向全球扩展的国际社会， 这符合英国学派的演进理论预期。 但

这也意味着， 历史上大多数的区域国际社会并没能向全球扩展， 甚至很多都不再

是国际社会。 但对于这些偏离其演进预期的历史案例， 英国学派却没有给予同样

的关注。

最后， 这种演进偏见不仅影响了英国学派如何看待历史， 同时也在影响其如

何看待未来。 具体表现为， 英国学派普遍将 “世界社会” 作为其对于未来社会

的主要构想， 并将其视为国际体系发展的 “终极形态”。 不少英国学派学者的著

作中都有认为世界社会最终将取代国际社会的表述。 例如， 赫德利·布尔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认为， 世界社会将是由个人、 跨国公司、 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人

类普遍共同体， 是超越国家层面的存在。① 而在约翰·文森特 （ Ｊｏｈｎ Ｖｉｎｃｅｎｔ）

及其追随者看来， 世界社会的范围不仅要大于国际社会， 并且世界社会最终将超

越并包含国际社会。② 新一代学者巴里·布赞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也认为， 由国家和

跨国因素组成的国际社会属于 “二阶社会”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而世界

社会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注重道德至上的全人类的社会。③ 正是在对 “世界社会”

这一模糊未来愿景探求的过程中， 英国学派内部的世界主义道德感和使命色彩愈

发浓厚。 目前， 英国学派学者普遍把如何超越国家体系和 “狭隘” 的民族身份

作为了其理论阐述的核心， 而逐渐远离了其所擅长的以寻找政治规律为目的的历

史主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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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难以制御的霸权挑战

英国学派长期忽视国际社会衰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 其理论无法有效解

释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 “霸权” 的存在及其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与挑战。 对于

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来说， “霸权” 是一种例外情况， 长期处于其研究相对

边缘的位置。 一方面， 英国学派认为稳定的国际体系有赖于分散的权力结构， 而

当一个国家尝试主导整个体系时， 这种稳定就会遭到破坏。① 另一方面， 霸权往

往会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 从而威胁作为维系国际社会基石的共同利益。②

同时， 如果体系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 那么霸权的存在就会导致均势这一首要制

度的失灵。③ 因此， 经典英国学派一直将霸权视为国际秩序稳定的对立因素。 虽

然部分英国学派学者尝试将霸权纳入既有的理论框架之中， 但是却始终没能克服

霸权与国际社会之间不兼容的情况。 而 “一个或数个国家由于追求霸权而进行

长期的战争” “霸权状态下体系内大国对小国的侵吞” 以及 “某个国家依靠霸权

征伐整个体系并建立单一帝国” 的种种霸权现象， 则正是国际社会衰退的主要

原因与表现。 所以， 拒绝讨论且无法解释霸权问题的英国学派自然也就难以深刻

认识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

亚当·沃森是首个尝试合理化霸权问题的英国学派学者。 沃森将国际社会内

部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 主权国家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 霸权 （Ｈｅｇｅｍｏ⁃

ｎｙ）、 宗主国 （Ｓｕｚｅｒａｉｎ）、 自治领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帝国 （Ｅｍｐｉｒｅ） 五种类型。 他

认为， 国际社会的发展滑动于这五种结构类型所组成的 “光谱” 之中， 而霸权

是其中较为稳定和常态化的存在， 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或是霸权结构并不必然导致

国际社会的崩溃。④ 通过拓宽以往对国际社会的结构性认知， 沃森将霸权和由霸

权引发的秩序变化纳入了国际社会的适用范围之中。 但是， 沃森的观点只能够解

释那些没有从霸权发展到帝国的国际社会。 沃森认为， “绝对的主权国家和帝国

都处于一种理论假设状态， 国际社会结构的发展只会无限趋近帝国而不会真正成

为帝国”。⑤ 可事实上， 沃森使用的古代印度社会和古代中国社会等案例却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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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结构最终成为了单一帝国结构。 这就表明， 国际社会的发展确实存在且能够

到达像帝国形态这样的 “终点”。 而一个成为帝国的国际社会也就不再是国际社

会， 因为构成国际社会所需的复数国家与国际秩序都不再存在。 所以， 沃森对于

霸权的合理化构想明显是存在缺陷的。

伊恩·克拉克 （Ｉａｎ Ｃｌａｒｋ） 通过对 “正当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和霸权的重新

解读， 提出了 “英国学派视角下的霸权理论”， 为英国学派的理论发展做出了很

大的贡献。① 克拉克的理论尝试打破霸权与秩序的对立性， 他认为霸权及其背后

的暴力因素可以被视为一种维持秩序的最后手段， 二者并非是完全不相容的。②

为此， 克拉克将霸权发展成为了一种潜在的 “首要制度”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认为霸权是由 “大国管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制度派生而来的。③ 同

时， 克拉克为霸权作为国际制度设定了前提条件， 那就是霸权或者说拥有首要地

位的国家需要对维持和管理国际秩序负有责任。④ 通过这样的理论构筑， 克拉克

尝试将霸权转化为维持国际秩序的手段而非挑战， 从而提供了霸权与国际社会相

容的可能。 但是， 克拉克的霸权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 那就是， 霸权的存在

并不总是在削减和抑制体系内的暴力与战争， 拥有霸权地位的国家也并不总是在

承担其社会责任。⑤ 克拉克的霸权理论只能够解释历史上霸权的一种形态， 即那

些选择 “自我克制” 的霸权。 例如， 克拉克以 １８１５ 至 １９１４ 年的英帝国霸权与集

体霸权下的欧洲协调作为其主要的研究案例。⑥ 但是， 历史上同样存在着主动发

动扩张性战争、 无视责任侵吞小国并对体系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的霸权， 如古希腊

体系中的雅典和斯巴达， 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 楚国和秦国。 所以， 克拉克

利用欧洲的个案以赋予霸权正当地位的理论显然是不完整的， 霸权对于国际社会

的威胁并没能完全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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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种国际社会衰退现象的分析框架

由于既有的英国学派理论无法解释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 本文试图通过打破

以往的演进偏见并正视霸权的挑战， 从而建构一种可以捕捉和解释国际社会衰退

现象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即阐释衰退现象

的理论内涵、 界定衰退在国际体系发展周期中的位置、 确定判断国际社会衰退的

标志， 以及重点叙述造成国际社会衰退的可能原因。

（一） 国际社会衰退的内涵

如前所述， 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本质上指的就是历史上国际社会在发展过程

中其 “社会性” 的衰弱和消失。 具体表现为， 国际社会没有得到维持或进一步

的演进， 而是突破了国际社会的结构类型， 最终事实上发展成为了单一帝国或整

体消亡。 从理论内涵的层面来看， 国际社会的衰退就像国际社会的演进 “镜像”

一般的存在。

英国学派的经典理论认为， 当一个国际体系内部的国家认识到他们存在某种

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 在相互关系中受一些共同规则的约束， 并且会合作参与

到共同制度的运作中去时， 这个国际体系就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社会。① 换言

之， 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以及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就构成了国际社会最基本的社

会要素。② 所以， 在英国学派看来， 国际社会的演进伴随着体系内国家对共同利

益和共同文化的发现和重视， 以及对共同制度的遵守和维护。 那么相对来讲， 国

际社会的衰退就可以被定义为， “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不再被体系内的国家所重

视， 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不再被体系内的国家所遵守” 的过程和现象。 具体来

看， 如果说共同利益的形成是体系内各行为体由于长期互动而产生的私利的相互

交织 （Ｍｕｔｕ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那么， 体系内各行为体将各自的私利置于共同利益

之上则代表着国际社会的衰退。 如果说通过对话与确立规则来处理彼此共同面对

的问题促成了国际社会的演进。 那么， 体系内公共物品的匮乏、 不公正的国际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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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违背合作规则的竞争方式则会促成国际社会的衰退。

（二） 国际社会衰退的界定

国际社会的衰退是相对于国际社会的演进而存在的， 衰退和演进共同构成了

国际体系发展的一体两面。 从时间性上来说， 衰退和演进同样是一个动态的发展

过程， 他们共同填补了国际体系处于某种相对静止状态以外的时空。 以古代中国

体系为例， 亚当·沃森将公元前 ７７０ 年至公元前 ２２１ 年定义为古代中国体系存在

的历史时期。① 他认为， 这是一个形成于周王朝而统一于秦帝国的封闭而成熟的

国际体系， 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度达到了较高的秩序水平。 这种较高秩序水平表

现为对战争的限制和对旧秩序的维护。 可以看出， 沃森以王朝和帝国这种相对静

止的体系状态作为了古代中国体系发展的起止点。 但是， 一个在结果上没有停留

在国际社会状态而是终结于帝国的国际体系又怎么能在整体上称之为 “演进”

的呢？ 事实上， 沃森本人也在书中将古代中国体系划分为了两个阶段， 并认为在

第二个阶段即 “战国” 时期无节制的战争成为了最显著的体系特征。② 所以， 始

于王朝而终于帝国的古代中国体系实际上同时包含了 “演进” 和 “衰退” 这两

个历史阶段： 从周王朝出发， 国际体系产生并逐渐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秩序水

平， 即体系的演进阶段； 而从春秋末期战国早期开始， 国际秩序水平不断下降并

最终消亡于秦帝国， 即体系的衰退阶段。 对古代中国体系的这种再划分同样适用

于古代希腊、 古代印度和朝贡体系。
总的来说， 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实际存在于各种既有国际体系的时间周期之

中， 特别是那些秩序水平大幅下降或最终走向消亡的国际体系更是如此。 根据不

同国际体系不同的时间周期长度， 演进和衰退的交替出现可以是单次的也可以是

多次的。 所以， 对于衰退的界定本质上是对某个国际体系发展的进一步阶段化细

分， 其目的在于使以往隐藏在 “演进” 之下的部分能够真正得到关注。

（三） 国际社会衰退的标志

本文认为， “国际制度的失灵” 可以被当做是国际社会衰退的标志。 一如国

际社会建立时各行为体对共同规则和国际制度的拥护， 当国际社会衰退时， 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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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往往会抛弃和绕开既有的国际制度并转而采取收益更高但不利于体系合作的

自助行为。 国际制度作为调节国际秩序的重要机制， 可以被看成是分析国际秩序

水平高低和社会因素比重的 “标尺”。

布尔认为， 国际制度是一套用于实现共同目标的习惯和惯例， 是被设计用来

调解无政府状态、 解决合作与冲突问题的手段。 国际规则与国际制度共同发挥着

维系国际秩序的作用。 但前者只是限制国家行为的一般指令性原则， 例如国际

法、 国际道德准则和国际惯例， 等等， 而后者则是在国际规则的实施过程中协调

国家间矛盾的具体手段， 例如均势、 外交、 大国管理和战争等。① 国际制度既可

以是某种有形的组织或机构， 也可以是广义上的习惯或法规。 但总的来说， 国际

制度确保了体系内各个国家对他们共同利益的重视， 并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行为

具有了实质性和持久性。 国际制度维系着国际社会的存在， 同时国际制度也是国

际社会存在的重要象征。

国际制度的这种象征意义对于 “衰退” 这一视角来说同样重要。 因为国际

制度是动态变化的， 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或发展或衰落的生命周期。② 所以， 我们

可以将国际制度视为一个 “标尺”， 从而衡量国际社会是否出现了衰退。 一方

面， 虽然英国学派内部对于究竟哪些制度是国际制度或者说国际制度明确的选择

标准并没有达成共识， 同一个学者也经常在不同时期将不同的制度划入国际制度

的范畴。③ 但是， 英国学派学者普遍认为国际制度具有维持国际社会的存在和提

高国际社会 “社会性” 的功能。 那么， 当国际制度不再发挥其功能或体系成员

不再信任和利用国际制度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存在和 “社会性” 水

平受到了威胁。 另一方面， 国际制度与国际社会的这种关联性使我们可以通过观

察国际制度来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状况。 当国际社会的发展出现衰退的情况时，

国际制度往往会出现失灵和不再被利用的现象。 反之亦然， 当国际制度无法发挥

以往的功效或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绕开国际制度采取自助行为时， 我们也就可以

断言国际社会发生了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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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能够作为国际社会衰退标志的国际制度应当是布赞所说的 “首要制

度”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而非 “次要制度”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① 本文所

涉及的古代希腊社会的均势制度， 春秋战国社会的会盟制度 （会盟制度是一项

涉及会议、 联盟和仲裁的复合制度， 类似于 “大国管理”）， 以及在两个古代国

际社会都起作用的战争制度就都属于首要制度。 相较于次要制度， 首要制度更加

基础和持久， 他们不只是来自一时的人为设计， 而往往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而形

成的。② 所以， 首要制度的变化在反映国际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具有更强的典型

性。 以首要制度为分析对象也可以使对国际社会是否衰退和衰退程度的判断更加

准确。

（四） 国际社会衰退的原因

国际社会的衰退同演进一样， 是一种结构层面的变化。 由于演进来自于体系

内行为体之间私利的交织， 那么， 国际社会衰退这种结构变化的成因也应该来自

于行为体层面。 本文认为， 体系内的大国由于受到霸权的诱惑， 同体系内的其他

大国就体系领导地位展开的 “恶性竞争”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是导致国际社

会衰退的主要原因。 “恶性竞争” 是冷鸿基通过借鉴经济学中 “过度竞争” 而提

出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 “制度内国家为争夺国际制度所承载的利益而竞争时，

采取了客观上破坏制度或制度内各国长远利益” 的一种竞争方式。③ 冷鸿基利用

“恶性竞争” 分析了春秋时期大国对于霸主地位 （即体系领导权） 的竞争如何导

致了国际合作制度的退化与瓦解， 具有一定的解释效力。 但是， 本文认为 “恶

性竞争” 不仅会导致国际制度的退化， 还会进一步导致国际社会的整体性衰退。

一方面， 体系资源的有限性和国际制度运行成本的上升， 将改变国际社会成员对

参与和维护现行国际制度的看法， 进而导致本应发挥维持国际社会的存在和提高

“社会性” 功能的国际制度最终失灵， 即国际制度的退化。 另一方面， “恶性竞

争” 与制度的失灵还将导致国际社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而这会使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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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共同利益” 的观念发生变化， 并进而导致体系内各国的 “自助行为” 不

断增加， 逐渐超越 “合作行为” 从而占据主导地位， 即国际社会的衰退。

首先， 历史上的大国普遍难以抵御霸权的诱惑。 一国随着实力的上升就自然

地想要谋求霸权， 而这是由霸权身份所带来的收益所导致的。 霸权国家虽然要背

负维护与稳定国际秩序的特殊责任， 但同时霸权国家往往能够从推动和发展国际

秩序中获得特殊的利益与资源， 是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 体系成员随着实力

的增强和国家利益的拓展， 自然开始渴望争夺体系的主导权， 从而建立有利于自

身利益的国际格局。 但是， 体系中的领导权对于大国来说是一种不可分割与让渡

的重要利益。 所以， 既得利益者不愿失去霸权而挑战者不愿放弃谋求霸权， 最终

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国就霸权地位展开竞争。 受这种零和博弈的影响， 大国间很难

就竞争达成妥协， 所以只能根据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去争夺霸权， 即进行恶性竞

争。 在国际政治中， 恶性竞争行为通常表现为不遗余力的战争、 对国际规则的漠

视和对其他成员的剥削等。 恶性竞争行为对于国际社会的破坏是巨大的， 不仅会

破坏体系内的合作制度， 还会导致国际制度的效率低下、 国家间信任的丧失、 体

系成员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权力的自助意义上升等结果。 同时， 恶性竞争行为又

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一旦某大国采取了这种竞争方式， 其他大国也会被迫卷入恶

性竞争当中， 最终只会损害所有的竞争者及各利益相关方的长期收益。 总的来

说， 大国间的恶性竞争会从现实层面破坏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霸权追求者会

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共同利益或其他成员国的利益之上。 一旦作为国际社会存在基

石的共同利益遭到破坏， 国际社会自身也将变得难以维系。

其次， “恶性竞争” 将极大地削弱国际制度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 当大国间

展开恶性竞争的时候， 大国为了占据战略优势往往会不择手段， 而这对体系资源

的消耗是巨大的。 同时， 由于霸权竞争常以 “同盟 ｖｓ 同盟” 的捆绑方式进行。

同盟中的大国需要向小国提供安全保障， 但这也意味着大国被小国拖入计划外战

争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 同时，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 霸权国在竞争时将不再愿意

提供公共产品以维系国际制度的运作， 甚至会挟持国际制度以加大对小国的剥

削。 例如， 在古代希腊和春秋战国的案例中都出现了霸权国利用国际制度剥削小

国的现象。 包括： 要求盟国两面朝贡或命令其缴纳更多的贡金、 在处理成员国之

间的利益冲突时偏袒和包庇影响力更大的国家、 极力降低小国的国际地位并建构

其属国身份， 以及改变制度规则使其能够更好地为自身利益服务等。 通过把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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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合作为目的的国际制度变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强权制度， 霸主实现了对国际制度

的 “私有化”， 这使霸主既可以逃避维系制度的责任， 又可以更多地从小国那里

掠夺资源。 国家是以利益为导向的， 参与国际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在国际

活动中的利益最大化。 正如基欧汉所说， “促进国际机制形成的激励因素从更根

本的意义上讲取决于共享或者共同利益的存在”。① 所以， 任何理性的国家都不

会为了参与国际制度而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 当国际制度所带来的收益小于支

持其运作的成本时， 大小国家都将不再支持国际制度。 不被接受和使用的国际制

度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其功能， 国际社会也就将失去防止其走向衰退的 “安全

网”。

最后， 恶性竞争不仅会从现实层面破坏 “共同利益”， 同时还会影响各成员

国对于 “共同利益” 的看法和观念。 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会放大成员国对于威

胁的感知， 使他们不再追求共同利益或寄希望于分工协作， 并不愿再通过对话和

确立规则的方式处理彼此共同面对的问题。 这种观念的转变会最终导致自助行为

的不断增加并居于体系的主导地位。 当大国长期违背国际规范进行恶性竞争时，

他们就会在彼此之间将建构起 “敌人” 的身份。 对于小国来说， 不断受到大国

的胁迫和侵犯也会让其非常担心自己会逐渐成为大国的附庸。 例如位于晋楚竞争

之中的郑国， “以大国政令之无常， 国家罢病， 不虞荐至， 无日不惕”。② 由于对

大国的恐惧和怨恨日益增加， 郑国这样的中小国家只得喊出 “晋楚无信， 我焉

得有信” 的自利口号。③ 体系成员对于国际规则的漠视， 使得体系中的信义精神

难以确立。 出于生存本能的驱动， 各成员都倾向于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占据更大的

权力优势， 即采取自助的手段攫取领土和收益以维护自身的安全。 最终， 没有一

个国家愿意维持现状，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乘四邻的间隙扩张领土。 国家之间冲突

频发， 对 “霸权主义” 和 “强权政治” 的信奉取代了传统的国际秩序， 唯利是

图和以邻为壑的发展战略使得 “共同利益” 的观念难以在国家间维系。 由于国

际社会成员生存状态不断恶化、 国际矛盾难以调和以及合作观念难以确立， 国际

社会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整体性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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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际社会衰退的案例分析

为了验证衰退现象分析框架的可行性与解释效力， 本文选择了古代希腊社会

与春秋战国社会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前者是英国学派最多使用的经典历史案例，

有较强的代表性。 后者则较少被西方学者所重视， 将其作为案例有助于淡化英国

学派中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通过对这两个走向衰退的古代区域国际社会的

案例分析， 进一步印证和阐述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

（一） 案例的选择依据

在进行具体讨论之前， 本文有必要首先明确一个观点， 那就是古代中国国际

体系与西方以及历史上其他的国际体系是具有可比性的。 本文所说的古代中国国

际体系特指公元前 ７７０ 年至前 ２２１ 年， 由多极独立诸侯国构成的 “春秋战国体

系”。 目前，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能否被称为独立主权国家， 其组织形式又能否

被称为国际体系在学界尚有争论。 但是， 国内已经有大量学者论述了春秋战国时

期的国际体系特征与无政府状态。① 同时， 英国学派学者在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时

也很早就将其定义为 “国际体系” 或 “多国体系”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② 不仅

如此， 英国学派对于春秋战国体系是否具有社会性， 即其是否由国际体系演进为

国际社会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论述。 赫德利·布尔就明确指出， 中国古代的春

秋战国时期不仅存在国际体系， 并且已经具备了国际社会的特征。③ 怀特认为，

古代中国要比古代希腊更接近于现代欧洲体系的早期形态。④ 张勇进也认为， 春

秋时期的国家不只是在一个无政府和现实政治占绝对主导的体系中展开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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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还确实形成了一个无政府社会。① 所以， 至少在英国学派的理论框架

内， 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历史时期是可以作为国际社会衰退的案例进行讨论的。

公元前 ５００—前 ３３０ 年的古希腊城邦体系与公元前 ７７０ 年—前 ２２１ 年的古代

中国春秋战国体系， 是两个既相似又不同的案例。 在古代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都

一度建立起了较高秩序水平的国际社会， 体系内的大国不仅具有较高的身份认

同、 内化了相同的合作规范并拥有了较高的体系地位。 但是， 随着两个国际社会

的发展， 二者内部却都出现了大国就体系内的领导权展开恶性竞争的情况。 最

后， 不论是坚定反霸的古代希腊社会还是依附霸权的春秋战国社会， 二者最终都

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 对于古代希腊社会与春秋战国社会发展的相似性， 既有

的英国学派研究进行了一定的关注。 例如马丁·怀特就曾明确指出， “古代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 和古代希腊的思想家都面临着棘手的国际秩序困境” “这两个

国际体系似乎注定要因内部的破坏性竞赛和 ／或外部临近大国的征服而被暴力破

坏。”② 亚当·沃森则对于两个体系内部的大国间竞争进行了类比， 他认为古代

希腊体系和春秋战国体系中均存在两大联盟集团， 中原联盟对应于反霸阶段的斯

巴达联盟， 而楚国联盟旨在支持其霸权野心， 因而对应于雅典同盟。③

但是， 古代希腊社会与春秋战国社会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虽然

在国家形态、 地缘结构和政治体制上有所体现， 但更重要的是， 二者的国际社会

发展结构有着明显的不同。 古代希腊社会的起点是 “由独立国家组成的无政府

体系”， 这种在体系频谱上明显靠近独立国家一端的情况， 与后来的欧洲体系有

着很大的相似性。④ 随着希腊体系的发展， 雅典和斯巴达城邦的实力大幅上升，

形成了两强并霸的局面。 对于古希腊社会来说， 这是其多极独立的体系结构首次

被霸权打破。 最后， 古希腊社会内部的霸权图谋不断消磨着其社会性， 并最终使

其终结于帝国的形态， 被外部的马其顿王国所统治。 这种发展结构赋予了古代希

腊社会很强的独立倾向， 各希腊城邦都十分反对霸权， 并希望利用均势制度维持

国际社会的秩序。 春秋战国社会则与之有着明显的不同。 春秋战国社会最初的起

点就位于帝国一侧， 体系内部的国家形成于周王朝的分封制度， 这些国家在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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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奉周王朝为共主， 将其分封视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 同时各国也继承了尊卑

有序的封建礼制思想。 与古希腊的均势秩序不同， 春秋战国社会内部的是一种等

级化的秩序。 所以， 春秋战国社会并不像古希腊社会那样天生反对霸权的存在，

而是在频谱中靠近帝国一侧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地带。 另一方面， 春秋战国

社会是一个完全封闭发展的国际社会， 最后将其推向帝国的主体来自体系内部而

非外部。 虽然古代希腊社会与春秋战国社会都出现了衰退的现象， 但是二者衰退

所发生的背景与过程是明显不同的。

（二） 古代希腊社会的衰退

在英国学派的理论研究中， 公元前 ５００ 年到公元前 １００ 年的古代希腊体系占

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一时期的诸多政治实践一直被认为是早期欧洲国际社会

的典范。 在共同文化方面， 英国学派的怀特和沃森都注意到， 古代希腊城邦体系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共同体。 希腊人有着大体共同的语言、 文化艺术、 宗教信

仰、 宗教活动以及密切的经济联系， 这一系列共同文化为国际社会的产生提供了

基础。① 同时， 共同文化的存在使得古希腊社会的成员在互动中产生了一种 “文

明化” 的进程， 即从普遍追求个人荣誉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Ｈｏｎｏｕｒ） 到努力实现自我克

制 （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的观念转换。② 这种自我约束的观念同样反映在了古希腊人对

于国际交往的态度上。 古希腊人认识到， 城市与个人一样应努力以 “文明” 的

方式解决争端而不应为荣誉或复仇轻易诉诸战争， 即体系成员之间有维护秩序的

共同利益。 这样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也促使古希腊成员着手打造国际规则和国际

制度， 以维护国际秩序的和谐。 以战争为例， 虽然城邦国家间不时爆发战争， 但

古代希腊体系并非一直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中。 事实上， 古希腊体

系在解决成员间冲突时习惯以缔结协议的方式尽量避免彼此之间爆发战争， 在古

代城邦体系中这种协约多少带有现代国际公约的影子。 柏拉图在其 《法律篇》

（Ｔｈｅ Ｌａｗ） 中也提到了城邦间是如何以法律来抑制无休止的战争的， 表现出了很

强的法律契约精神。 除战争以外， 古希腊体系还就城邦间经常会产生的政治关系

纠纷、 商业贸易争端等问题制定了各种国际规则。 例如， 古希腊设有外邦人侨居

１２１

国际社会的衰退： 以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区域国际体系为例

①
②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 ｐ􀆰 ５２􀆰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ｉｎｋｌａｔｅｒ，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 ２８􀆰



招待制度， 规定各邦公民需根据互惠原则招待外侨， 这类似于早期的使领馆制

度。 城邦之间相互派遣外交特使、 邀请城邦代理人 （Ｐｒｏｘｅｎｏｉ） 发表演讲和推动

外交谈判。 同时， 有学者认为权力平衡和均势制度尽管并不完美但也都早已在古

希腊世界中发挥了作用。① 所以正如布尔所说， “这一系列基于共同文化的规则

和制度， 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上确实出现了一个古代希腊国际社会。”②

但是， 在歌颂古希腊社会均势制度的先进和制衡政策的灵活时， 我们往往忽

视了均势背后反复出现的霸权图谋和由制衡霸权而引发的无尽战争。 古代希腊的

情况正如波斯王克谢尔克谢斯所言， 他们 （希腊人） 使用相同的语言， 原本应

该通过传令人和使者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他们却总是用战争的手段解决纠

纷。 当我们讨论历史上古代希腊社会的衰退时， 部分学者将其简单地归结于马其

顿的崛起。 虽然马其顿作为古希腊体系中的一个边缘国家， 通过一方面对底比斯

蚕食鲸吞， 另一方面却给雅典特权 “开绿灯” 并放任斯巴达游离在联盟之外的

手段取得了最终的霸主地位。 但是， 作为外来入侵者的马其顿只是为各邦国提供

了另一种有效制度组织形式的模板， 更多影响的是城邦体系崩溃后的走向。 古希

腊城邦体系崩溃的真正原因和起点来自于内部， 主要城邦国家间因追逐霸权而形

成的合作僵局， 以及由对抗性竞争所引发的一系列 “自衰性战争” （Ｄｅ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Ｗａｒ） 的爆发才是最开始导致希腊人完全受制于马其顿的原因。

首先， 作为 “霸权制衡” 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希腊体系内部一直存在着一

种 “霸权倾向”。 一般认为， 在古希腊社会每个城邦国家都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

地位， 国际体系在产生时就非常靠近沃森体系频谱中独立国家的一端。 古希腊社

会的成员痛恨任何形式的霸主或霸权， 对任何想要把希腊统一成一个单一国家的

想法坚决抵制。 但是， 在国际社会的实际运行中， 大部分希腊城邦却又不得不接

受某个霸主或霸权式盟主的控制。 体系成员一方面和霸主进行妥协， 另一方面又

为了实现普遍的独立理念而进行各种尝试。 这样一种内在矛盾的存在导致体系成

员一边联合制衡任何霸权图谋， 另一边又不放过任何获得霸权从而统治整个体系

的机会。 事实上， 雅典、 斯巴达和底比斯等强大的城邦国家， 先后都企图为整个

地区制定法律并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霸权统治。 这种在希腊核心地区建立霸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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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可谓 “你方唱罢我登场”， 至少包括： 波斯的霸权图谋、 雅典和斯巴达双头

政治下的联合霸权、 雅典企图建立帝国从而独霸体系、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胜利后建立霸权的尝试、 底比斯人在留克特拉战役击败斯巴达后的霸权图谋， 以

及马其顿最终在希腊确立起的霸权统治。 诺伯特·埃利亚斯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Ｅｌｉａｓ） 认

为， 古希腊社会的成员由于 “霸权中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ｏｎ） 而陷入了长

期的恶性地缘政治竞争， 并使他们认为这种冲突只能通过暴力的手段解决。① 不

仅如此， 霸权之间以同盟的形式相互制衡和相互掣肘的行为， 对体系成员的生存

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例如，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雅典约有 ５０００ 塔兰同

（Ｔａｌｅｎｔｓ） 的经费可以调动， 而来年则只剩下约 ２３００ 塔兰同， 到公元前 ４２７ 年年

初雅典可用的经费就已不到 １０００ 塔兰同。② 在这样一种恶性的霸权竞争中， 由

于双方都不想放弃对霸权的角逐， 所以实现制衡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战争摧毁对

方的军事能力。 就像理查德·利特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 所指出的那样， “最初制

衡保护了希腊城邦国家的独立性， 但从长期结果来看， 制衡战略却破坏了城邦国

家的独立性， 产生了破坏区域力量平衡的反效果……区域平衡战略压倒了维持体

系平衡战略的需要”。③ 于是， 在霸权的诱惑下， 大国间的国际冲突愈演愈烈，

国际社会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衰退。

其次， 国际制度的 “私有化” 与失灵加速了古代希腊社会的衰退。 由于强

大的城邦国家无法就霸权地位进行妥协， 使得依靠制度和规则约束战争行为的理

念被逐渐抛弃， 缔结国际合约也只能是战争过程中的 “中场休息时间”。 同时，

出于分担和降低战争成本的需要， 主导国强化了对同盟国的控制而减少了对安全

等公共产品的供给。 在古希腊社会， 雅典并非野蛮的侵略者， 事实上他们是希腊

城邦中最开化也最富裕的一员。 然而随着雅典的不断强大， 他们开始毫不迟疑地

利用权力优势去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 雅典在国际制度问题上的专横跋扈， 遭

到了体系内其他成员的恐惧和憎恨。 公元前 ４７８ 年， 雅典人组建了提洛同盟。 最

初， 这一同盟是为了对抗波斯在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海岸进行扩张而建立起来的

联盟， 其中的各成员均享有平等的权利。 雅典人同意同盟的决策应在集体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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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并且将尊重所有成员国的自治。 虽然联盟中各方所作的贡献大小不一， 但

雅典始终是同盟力量的主要提供者。 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取得了希腊同盟的领导

权， 一方面利用同盟国的贡赋打造了强大的海军， 另一方面通过控制海洋、 扩大

贸易和建立大量殖民地而受益匪浅。 随着波斯直接威胁的减少和联盟内部实力的

不均衡发展， 雅典逐渐暴露了支配整个体系的野心， 联盟也逐渐从一种权力联合

转变为霸主的统治手段。 雅典支配着联盟的军队和财政收入， 例如将同盟金库从

提洛迁移到雅典本土。 同时， 雅典不仅规定盟邦所需缴纳贡金的额度、 管控成员

间的商业往来还推行自己的度量衡使之成为整个同盟内部的标准。 此外， 雅典还

在各个盟邦的城市驻军， 并借此干涉各盟邦的内部事务。 最后， 雅典还把同盟大

会的决策权放到了雅典的公民大会上， 垄断了发动战争的权力。 至此， 同盟所宣

誓效忠的对象再也不是雅典及其盟邦了， 而是为了雅典人民。 但很快， 雅典打造

帝国体系的想法就受到了斯巴达和其他痛恨雅典的城邦的强烈反对。 源于雅典和

斯巴达两大强国对希腊地区控制权的争斗， 体系内爆发了一场持续二十七年的伯

罗奔尼撒战争， 波及了希腊地区几乎所有的城邦。 自公元前 ４３１ 年到公元前 ４０４
年 ４ 月， 双方交战、 签订合约、 又交战、 又签订合约、 又违约再战， 反反复复直

到雅典被最终击败。 由于其对古希腊体系秩序的巨大破坏， 伯罗奔尼撒战争常被

视为古希腊历史的转折点， 作为古希腊文明逐渐终结的标志， 古希腊社会从此正

式开始由繁荣走向衰落。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力之所以如此巨大， 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两强深陷 “修昔底德陷阱” 并开始对彼此之间的 “战略空间” 展开争

夺， 特别是对对手的盟友或 “意欲皈依者” 进行严厉的惩戒和残酷打压。① 在伯

罗奔尼撒战争的中后期， 雅典难以维持对 “提洛同盟” 内众多盟国的控制并遭

到了盟邦的反叛和背离， 这使得雅典不得不以武力和暴力来控制盟邦并对其进行

经济和军事上的掠夺。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 斯巴达掌握了希腊海陆的霸权， 却

同样开始无视盟友的诉求。 斯巴达不仅拒绝同在战争中损失严重的盟友分享胜利

果实， 还在盟邦驻军和安插亲信并对体系内稍有微言的小邦大动干戈。 同盟不再

是一项使小国安全得到保障的制度， 反而成为了大国剥削小国的工具。 至此， 同

盟制度彻底失去了其维持国际秩序的功能， 而没有了国际制度的保护， 古希腊社

会也变得愈发难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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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古希腊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侵吞使得共同利益的观念不复存在， 而成员

间的相互怀疑则使其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变得束手无策。 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就霸

权展开斗争的同时， 古希腊社会中 “文明” 与 “野蛮” 间的象征界限就变得越

发模糊了起来。 历史上，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古代希腊社会内部成员间的战争形式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没有大屠杀记录的重装步兵间战斗的时代， 进入了至少发

生九次大规模攻城战 （包括屠杀、 劫掠和奴役百姓） 的时代。① 例如， 雅典在进

攻米洛斯岛时就公然宣称将无视任何战争相关的传统文明约束。 修昔底德也特别

强调了这一时期战争的空前残酷性， 以及战争在道德上是如何迅速而出人意料地

失控。 古希腊内部的利益天平， 从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向意欲称霸的城邦及其执

政精英的短期利益发生了急剧地倾斜。 就像公元前 ４９０ 年希腊抗击波斯的侵略时

所展示的那样， 城邦体系的团结是能够抗击强大帝国的入侵的。 但是， 经常性的

内部残杀极大地消耗了各城邦的资源和信任， 希波战争时期产生的共同利益已经

不复存在， 而是被各城邦国各自的利益所取代。 城邦间关系的恶化同整个希腊世

界的衰落齐头并进。 城邦的内乱和战争的残酷， 使得国际规定和承诺的效果大幅

下降。 在城邦内， 将个人声誉和个人利益置于城邦福祉和希腊法律之上的无良领

导 （Ｕｎｓｃｒｕｐｕｌｏ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纷纷借机上台。② 希腊社会自我约束的标准不断降

低， 情感认同的范围不断缩小， “我们的利益” （整个希腊社会） 相对于 “我的

利益” （城邦或统治阶层） 而言显得微不足道。 最终， 随着霸权、 制衡和战争三

者杂技抛球式的恶性循环， 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

同盟相继分崩离析， 希腊世界失去了联盟时期的强大实力， 军事力量大为削弱。
共同利益的丧失致使各城邦失去了联盟时的团结稳固， 由于不再能抗拒外族的强

势入侵， 各城邦很快便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略甚至开始沦为殖民地或外国治下的

属地。 随着各城邦国家独立地位的纷纷丧失， 古代希腊最终发生了由社会到体系

再到彻底覆灭的衰退。

（三） 春秋战国社会的衰退

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的普遍均势， 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在体系频谱中靠近霸权的

一侧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地带。 齐、 晋先后成为了体系中的霸主， 晋国不仅一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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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夏国家中绝对的霸权， 而且在整个春秋国家间体系中也至少是体系的准单

极。① 这一时期的霸主通过取代周王室而继续处于体系结构的最高层， 利用自上

而下的压力维护了整个体系的秩序、 家族内部的和睦并调节着体系内部的分歧。

据史料记载， 齐桓公主盟时期， 诸侯国之间仅发生了五次战争。 而在晋文公、 襄

公和赵盾执政时期， 即晋国霸业最为稳固的公元前 ６２９ 年至公元前 ６０１ 年间， 体

系内大规模战争的数量亦不到五次， 并且主要发生在中原国家和狄夷国家之间。

同时， 这一时期的霸主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还有很高的道德水平。 正如季

文子所言， “大国制义以为盟主”。② 齐桓公是以信义服天下， 晋文公的道义水平

虽不及齐桓公， 但是也表现出了遵守周礼和坚持传统的特征。 春秋战国社会以推

行善治的霸主为中心， 各主要国家间形成了差等但有序的和谐政治局面。

在春秋体系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外交实践， 还有一系列沿袭自周朝并在交往

过程中被重新建构的外交规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ｕｌｅｓ）， 以及由这些规则催生出的专

属于这一时期的国际制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以会盟制度为例， 徐连城

认为， “ ‘盟’ 是春秋史中的特有现象， 无论就其次数之多和就其内容的多样性

来说， 都为春秋以前和以后的历史上所没有的”。③ 沃森在 《国际社会的演进》

中讨论中国的章节中也提到， 会盟和霸主的出现是一项重要的创新， 它以一种明

确可见的方式推动春秋体系朝向霸权模式回头前行。④ 在春秋时期的霸政体系

下， 会盟不同于国家间单纯的军事结盟或会面， 而是维持体系规则的主要制度保

障。 会盟是以诸夏国家中霸权国家为主导的诸夏国家联合行动制度， 是各国协调

行动、 解决争端、 抵御外敌、 制定规则、 巩固周礼、 确认体系领导国家地位和体

现周天子权威的重要手段。 会盟在当时代行了早期欧洲国际社会制度中大国管理

和均势的作用， 是一项综合性的国际制度。 体系霸主利用自己的实力优势， 通过

会盟制度实现了集体安全， 这与古希腊以及之后的欧洲社会依靠均势追求集体安

全有很大的不同。 会盟主要依靠霸主对自身势力范围的控制， 通过偶尔的联合行

动或举办国际盟会来协调矛盾的方式维持了国际秩序的稳定。

春秋战国体系中的各行为体以 “周礼” 为蓝本而不以 “周王室” 为更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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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权力机构， 构建起了有序而无政府的国际社会。 但是， 春秋时期国际社会的

发展并未能永久地持续下去， 事实上 “春秋战国” 这一命名本身就体现了国际

社会的衰退。 春秋战国是一个巨变的过程，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 而七国则绝不

言礼与信矣； 春秋时犹宗周王， 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 春秋时犹严祭祀、 重聘

享， 而七国则无其事矣； 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 而七国则无一言及矣”①。 特别

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变化， 也可以被视作国际社会衰退的有力证明。 在齐桓晋

文时， 战争的起因包括惩罚附庸的背叛、 对附庸的保护关系及抵御蛮夷的入侵

等， 本质上还是在维护整个封建体系的稳定。 但在晋楚争霸时期 “兼并” 现象

则日渐频繁， 不仅体系内的战争频率迅速升高， 诸夏国家灭国的数量也开始急剧

增长。② 在公元前 ５４０ 年到公元前 ４３０ 年中， 单被楚国灭亡的诸夏国家便有 １３

个。 公元前 ４８０ 年之后， 中小型的国家基本灭亡殆尽， 像陈、 蔡、 莒等这样较大

的诸侯也开始被彻底消灭。③ 例如公元前 ４７３ 年， 春秋时期首次大国兼并大国的

吴越之战就发生在这一时段。 大国之间兼并战争的泛滥在之前的春秋史上是没有

先例的。 最后的结局就是各大国携手走上了扩张道路， 强国开始相互鲸吞蚕食，

以为战国。 在战国时期的国家间政治中， 武力运用的普遍和军事冲突的频繁达到

了空前的水平， “晚世之时， 六国诸侯， 溪异谷别， 水绝山隔， 各自治其境内，

守其分地， 握其权柄， 擅其政令。 下无方伯， 上无天子， 力征争权， 胜者为

右”。④ 至此， 春秋时期确立的国际秩序彻底走向了衰败， 国际社会也退回到了

以战争为主导的霍布斯状态。

在春秋战国社会衰退的原因上， 晋楚两国就体系霸权展开的竞争可以被视作

是导致体系衰退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 楚国在春秋初期国力就已经十分强

大， 虽然先后受到齐、 晋的压制但其从未放弃北上求霸的计划。 晋楚之间， 时而

晋强， 时而楚盛， 最终二者展开了以争夺盟国为目的的长期拉锯战， 这使得体系

内逐渐形成了南北对峙、 两强并立的格局。 楚国是典型的 “修正主义”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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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强大实力的制度挑战者。 在谋求霸权和扩大权势的过程中， 楚国推行兼并

主义政策并轻视周王室， 对体系规则更是毫不在意。 晋国一开始作为国际社会的

领导者， 积极捍卫国际秩序， 对楚国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抵制。 但是， 这不仅极大

地消耗了晋国的财力， 同时， 作为霸主维护体系所能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挑战者

无视体系规则所攫取的收益， 这使晋国不得不面对 “维护国际秩序还是争取自

身利益” 的矛盾困境。 最终， 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优势， 晋国也不愿再履行国

际义务。 一方面开始选择性地提供公共产品， 另一方面开始提高体系成员的贡赋

并欺诈和吞并小国。 大国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同挑战者实现 “相互绥靖”，
共同鱼肉小国。

同时， 春秋社会的衰退在国际制度上的反映是非常直接的。 随着晋楚竞争的

展开， 会盟维系国际秩序的作用便直线下降了。 社会时期以盟主为核心以会盟为

手段的共存精神一去不复返， 代之而起的是战国时期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与兼并

战争。 一方面， 这一时期的会盟彻底变成了霸主控制自身势力范围并通过武力胁

迫与勒索中小盟国的工具。 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的会盟完全抛弃了过去的友好气

氛和家族情谊， 成为了各行为体寻求自身利益的竞技场。 在公元前 ５４６ 年， 晋、
楚、 齐、 秦、 鲁、 宋、 郑等 １４ 个大小诸侯国在宋国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晋楚第二

次 “弭兵会盟”。 在此次会议上， 楚国提出了 “请晋、 楚之从交相见也”① 的要

求， 即让晋国的从属国今后要去朝觐楚国， 楚国的从属国也须去朝觐晋国。 这一

建议可以被看做晋楚两国间的 “机会均等” 和 “门户开放” 协议， 其实质是通

过共享属国领导权和贡赋的方式平分了体系霸主的地位。 这种制度设计和操作显

然已经背离了其维护国际秩序的初衷， 会盟制度开始被霸权国当做实现私利的政

治工具。 一如冷战后美国对联合国的把持， 美国 ２００３ 年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行

为明显与联合国所奉行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 但联合国在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中被

美国自私的国家利益所劫持。 在第二次弭兵会盟后， 晋国开始频繁利用会盟制度

要求小国向自己朝聘， 在利益分配上采取 “亲其共” 的做法， 视小国为自身属

地并以武力胁迫其服从。 由于霸权国 “信不可知， 义无所立”， 大量原本支持会

盟制度的国家反而得不到保护， 这就使各国对会盟制度的冷落与轻视日益加剧。
于是， 体系内的 “二等强国” 纷纷不再视会盟为有效的国际制度， 也不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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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主的决议。 “矫称蜂出， 誓盟不信， 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① 各体系成员

逐渐抛弃了会盟制度， 转而采用更为自助的手段攫取领土收益， “背盟败约， 以

自相屠灭。”② 随着国际制度的失灵， 国际社会最终步入了战国时期残酷的兼并

战争中。

最后， 霸主间的竞争和国际制度的失灵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成员对于共同利益

的看法。 晋楚作为霸主所能给成员提供的 “好处” 是高度同质化的， 即都是提

供安全保障。 成员若是接受霸主的领导就需要向霸主支付成本， 同时接受两个大

国的领导就意味着要支付双倍的成本， 即向晋、 楚同时进贡。 但事实上， 其中一

个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就足以满足体系成员的需求， 小国没有长期同时保持对两

个大国进贡的动力。 不仅如此， 霸主的不作为和背信弃义使得体系成员即使缴纳

贡赋和履行职责也不一定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随着整体生存环境的恶化， 开展国

际合作的现实成本大幅上升而预期收益却急剧下降。 国际社会时期体系成员凝聚

在霸主 “尊王攘夷” 旗帜下的合作行动一去不复返， 社会衰退时期的各成员难

就共同利益形成交集。 这一时期出于生存本能的驱动， 各成员都倾向于获得更多

的资源和占据更大的权力优势， 这导致国家之间冲突频发， 国际体系的 “自助”

特征明显。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维持现状，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乘四邻的间隙扩张领

土。 对 “霸权主义” 和 “强权政治” 的信奉取代了传统的等级秩序， 唯利是图

和以邻为壑的发展战略使得诚信观念难以在国家间维系。 至此， 春秋战国体系的

发展彻底偏离了其舒适地带， 国际社会走向了衰退， 最终在战国末期被单一帝国

的形式所替代。

五　 结论

由于英国学派长期忽视了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 本文尝试通过对英国学派既

有理论的重构和增补来填充这一份空白。 首先， 本文探究了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

衰退现象缺乏解释的原因。 为了摒弃以往的演进偏见并正视霸权对于国际秩序的

挑战， 本文提出了一种可以分析国际社会衰退现象的理论框架， 包括明确国际社

会衰退现象的理论内涵， 界定衰退在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位置以及判断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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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衰退与否和衰退程度的标志。 特别是将大国对于霸权收益的渴求与其围绕霸权

展开的恶性竞争， 作为了导致国际社会走向衰退的原因。 最后， 利用古代希腊社

会和春秋战国社会走向衰退的历史案例， 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

假设。

虽然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仍需进一步检验， 但这至少证明了演进不是国际社

会发展的唯一形态或常态。 同时， 体系内的霸权也并不总是具有正当性或承担其

社会责任， 霸权的存在同样可能是导致国际社会衰退的原因。 受西方中心主义影

响并主要立足于欧洲国际社会历史的英国学派理论， 明显并没有掌握国际社会的

发展全貌。 “国际社会的衰退” 这一命题， 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展和细化国际

社会理论的历史周期并拓宽英国学派理论研究的范围。 同时， 将衰退纳入国际社

会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例如， 国际社会的衰退与当今去中心化的全

球性国际社会是否存在联系？ 世界社会又能否继续作为我们回答当今国际社会将

“到哪去” 这一问题时的唯一答案？ 国际社会衰退理论所反映的动态化和多元化

的分析视角， 或将为我们提供探讨国际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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